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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供应链分散化

——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李建桐

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供应链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供应链分布的影

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其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依赖程度；搜寻成本效应、合约成

本效应和文化认同效应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分散化的主要机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分散

化的影响在时间维度、行业特征和上下游特征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

推动了其供应链的空间再配置，即数字化转型使外地供应商或客户在企业供应链中所占相对份额上升，

而本地供应商或客户的相对份额下降。本文深化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理解，并能为如何平抑

企业供应链风险、促进企业跨地域分工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分散化；搜寻成本；合约成本；文化认同

一、引 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

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促进

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在此背景下，积极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广泛应用数字

技术，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生产制造、经营管理与市场营销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已

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因此，本文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重要现象出发，实证分

析了其对企业供应链分布的影响，深化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理解。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的供应链分布？这一问题的提出，主要源于当前复杂多变的时

代背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局部战争和冲突频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

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如何抵御和分散风险，谋求生存和发展，是摆在我国企业

面前的重要课题。供应链是企业风险传导的重要渠道。相关文献表明，当企业过度依赖其主要供

应商或客户时，这些供应商或客户自身的风险很有可能通过供应链网络传导至企业，形成连锁反

应，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更甚者，上述风险可能扩散到整个经济系统，引发宏观层面的经

济波动（Gabaix，2011；Acemoglu等，2012；Magerman等，2019；Kramarz等，2020；Carvalh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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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因此，在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同时，减少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过度依赖，也

是企业在不确定时代有效管理风险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企业实现供应链分散化提

供了可能。企业通过在生产经营各环节广泛运用数字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能够以更低的

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取更多、更高质量的供应商和客户资源，从而减轻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依

赖，实现企业供应链分散化。这有助于防范“卡脖子”风险，缓解供应链风险对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造成的负面影响。

按照上述思路，本文通过对 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建立企业层面数

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同一时期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如

何影响其供应链分布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如下三个问题：（1）企业数字化转

型是否显著促进了企业供应链分散化？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

时间、行业和上下游层面是否存在异质性？（3）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促进了企业供应链在空间上

的再配置？

本研究主要与两类文献密切相关。第一类是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文献。研究发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实现组织授权（刘政等，2020）、参与专业化分工（袁淳等，2021）、改善

资本市场表现（吴非等，2021）、增加劳动收入份额（肖土盛等，2022）、促进企业创新（Liu等，

2023；黄先海等，2024）、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任重和邓敏，2024）、加快企业成长（Audretsch
和 Belitski，2024），并加速技术采用（高远东等，2025）。其中，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供应链的影响研究。已有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供应链的创新溢出（杨金玉等，

2022），减少了出口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张鹏杨等，2023），提升了供应链的可持续性（肖红军等，

2024）。第二类是关于企业供应链分散化程度或集中程度影响因素的文献。已有文献从交通基础设

施（Bernard等，2019；饶品贵等，2019）、董事会架构（Kim和 Lee，2020）、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Leung和 Sun，2021）、技术创新（李姝等，2021）等众多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企业数字

化转型在企业供应链分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助于缓解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邱煜和潘

攀，2023），降低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巫强和姚雨秀，2023）。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研究问题看，本文深

入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其对上游供应商或下游客户的依赖程度。与本文最密切相关的

文献是巫强和姚雨秀（2023），他们基于上市公司对前五大供应商或客户的整体贸易份额数据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然而，该研究并未注意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

与具体供应商或客户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未能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供应商、客户的异

质性影响。本文使用高度细化的企业—供应商、企业—客户之间的配对贸易数据，并匹配供应商

和客户的工商信息，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其对头部供应商或客

户的依赖程度，并推动了企业供应链的空间再配置，即外地供应商或客户在企业供应链中所占相

对份额提升，而本地供应商或客户相对份额下降。该发现对现有文献构成了有益的拓展和补充。

第二，从研究方法看，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构建了更加完善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词库，特别加

入了大量现有文献较少考虑的英文关键词（吴非等，2021），从而更加准确、全面地测度上市公司

数字化转型程度，为后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献提供参考。本文还创新性地运用中国城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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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1984年下水道管网密度这一新颖的工具变量，有效处理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分散化之间

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二、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分散化的影响分析

企业的供应链是集中还是分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具备的能力。更加分散的供应链往

往意味着企业拥有数量更多、地理距离更加遥远的供应商或客户，企业进行协调和管理的难度会

更大。在此情况下，企业需要具备更强的动态能力（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来应对这种复

杂场景（Teece等，1997）。而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升动态能力提供了直接的支撑：数字化转型使

得企业搜集和处理外部信息变得更加便利，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促进企业开

展各类跨组织合作（Nambisan等，2019）。具体到本文，数字化转型增加了企业开拓新的供应商

和客户关系的能力，有助于企业降低对现有的主要供应商和大客户的依赖，实现供应链的分散化。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假说 1：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依赖程度，即促进企业供

应链的分散化。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分散化的影响机制分析

1．搜寻成本效应。企业构建供应链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搜寻成本（Grossman等，2024），而

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所面临的搜寻成本（Freund和 Weinhold，2004；Goldfarb和 Tucker，
2019；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李青原等，2023）。数字技术使得上下游企业从地理空间转向网络

空间中的虚拟集聚。在这一虚拟空间中，企业能够实时发布自身的供求信息。同时，借助第三方

平台提供的搜索引擎、分类系统、展示界面、评价机制等，企业也可以深入了解并掌握全国乃至

全世界范围内潜在供应商或客户的信息，并与这些潜在供应商或客户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

进行匹配（Jullien，2012；王如玉等，2018）。这为企业发掘和建立新的供应商和客户关系、减少

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依赖度提供了基础。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
假说 2：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搜寻成本，促进企业供应链分散化。

2．合约成本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在事前、事中和事后缓解企业与潜在供应商或客户

之间的合约成本，从而增加企业获取新供应商或客户的概率，进而减少其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

依赖。首先，在事前阶段，即与备选供应商或客户签约之前，数字技术使得企业可以利用企业内

部数据、个体数据、政府数据、社交网络数据、第三方数据和利益相关者数据等多维度数据全面

评估备选供应商或客户的信用水平以及风险（陈剑等，2020）。这使企业能够避免与信用水平低、

风险高、违约概率高的供应商或客户签约，从而在事前降低了企业的合约成本，减少了企业寻求

新的供应商或客户关系的顾虑。其次，在事中即履约阶段，数字技术允许企业通过传感器等物联

网设备实时捕获生产过程（Kusiak，2017），进而监督和指导上游供应商的生产行为，缓解道德风

险，保证中间品生产质量。同时，数字技术也便利了企业与下游客户之间建立实时交互。企业通

过数字技术可以让下游客户参与到产品研发、设计、生产等各个阶段，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在合

约中的个性化要求（李文莲和夏健明，2013），这使得履约过程变得更加透明、更具交互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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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约成本。最后，在事后即合约完成阶段，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履

约过程的详细记录，进一步分析供应商或客户的信用和内外部风险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第

三方平台的评价系统客观记录供应商或客户的履约表现。由于平台声誉会显著影响收益（Cabral
和 Hortacsu，2010；Chen和 Wu，2021），供应商或客户会有更大的激励在合作过程中保持良好的

信用，这也在事后约束了供应商或客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3。
假说 3：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合约成本，促进企业供应链分散化。

3．文化认同效应。语言和文化差异是阻碍企业进行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Rauch
和 Trindade，2002；Melitz和 Toubal，2014；高超等，2019），而数字技术可以有效缓解语言和文

化差异对贸易的阻碍作用。首先，数字技术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

的异地认同，推动本土文化的异地传播。借助数字技术，企业能够增进对异地甚至异域文化的了

解和认同感（袁君煊，2014）；数字技术也为克服语言障碍提供了低成本的手段，借助机器翻译平

台，企业可以更好地克服贸易往来中的语言障碍并增加贸易规模（Brynjolfsson等，2019）。在数字

技术的帮助下，企业与语言、文化差异更大的供应商或客户建立合作关系的成本得以降低，这也

有利于企业减少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依赖，实现企业供应链的分散化。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

说 4。
假说 4：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进文化认同，促进企业供应链分散化。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计量模型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ratioijt = β1 + β2 ln digitalit + β3Xijt + yeart + indk + cityl + regionm + εijklmt （1）
其中，i、j、k、l、m、t分别表示企业、主要供应商（客户）、国标二分位行业、企业所在城

市、主要供应商（客户）所在地区和年份。m所指的地区在一般情况下代表中国大陆的某个城市，

但如果供应商（客户）来自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则 m代表相应的国家或地区。被解释变

量 ratioijt 表示企业 i在 t年对主要供应商（客户） j的依赖程度，ln digitalit 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数字

化转型程度，Xijt 代表控制变量，yeart、indk、cityl、regionm 分别表示年份、国标二分位行业、企业

所在城市和供应商（客户）所在地区固定效应，εijklmt 表示干扰项。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ratioijt 为企业 i在 t年对主要供应商（客户） j的依赖程度，用企业 i在 t年向供应商（客户） j

采购额（销售额）占企业总采购额（总销售额）的百分比表示。

sccit 为企业 i在 t年供应链整体集中度，等于企业 i在 t年对前五大供应商采购百分比之和与

前五大客户销售百分比之和的均值。

2．核心解释变量

ln digitalit 是企业 i在 t年的数字化转型程度，等于企业 i在 t年年报中所有涉及“企业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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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相关关键词出现次数的对数值。借鉴 Chen和 Srinivasan（2024）的做法，这一指标的具体

构建过程如下：第一步，建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词库（表 1）。其中，关键词主要来自

《“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文本中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关的内容。考虑到现有文献在研究中

国企业对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使用程度时，通常采用企业是否拥有网址、邮箱以及微博等社交媒

体来衡量（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沈国兵和袁征宇，2020），本文在关键词词典中也涵盖了相关

的关键词。此外，本文也纳入了企业常用的数字化软件（如 ERP）的关键词和与电子商务相关的

英文缩略词。第二步，搜集整理 2009～2016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年报，并将其统一处理为可以

进行文本分析的格式。第三步，利用 Python软件中的 jieba分词器，对企业 i在 t年的年报中每个

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统计所有关键词出现的次数。

ln softintit 是企业 i在 t年的软件投资强度，等于企业 i在 t年所拥有的的软件资产价值占企业

总资产的比重加 1取对数。

表1 上市公司年报涉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

互联网、万物互联、物联网、企业网络、工业网络、工业 4.0、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平台经济、信息经济、分

享经济、共享经济、信息产业、通信产业、数字产业、数字技术、信息技术、通讯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电子化、智能、区块链、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数据、数据资源、数据要

素、数据交易、数据流动、数据传输、数据安全、数据共享、数据采集、数据挖掘、数据清洗、信息资源、信息

流动、信息传输、信息安全、信息共享、信息采集、信息服务、信息网络、网络安全、云计算、云端、线上、网

上、在线、远程、有线、无线、机器人、智慧物流、5G、4G、3G、IT、ICT、AI、IoT、数据库、数据仓库、数

据中心、数据平台、信息中心、信息平台、工业云、云平台、云存储、微机、电脑、计算机、传感器、服务器、

软件、信息系统、操作系统、自动控制、RPA、ERP、MES、MIS、OA、EPR、PLM、DCS、BI、网络平台、网络

设备、通信网络、通信设备、网站、网址、网页、Web、web、电子邮箱、电子信箱、Email、email、微博、微

信、电商、电子商务、网络零售、网络销售、网络营销、网络投标、网络广告、网络采购、网络招标、电子采

购、淘宝、阿里巴巴、BtoB、B2B、btob、b2b、BtoC、B2C、btoc、b2c、OtO、O2O、oto、o2o、M2M、MtoM、

m2m、mtom、B2F、BtoF、b2f、btof、B2G、BtoG、b2g、btog、C2C、CtoC、c2c、ctoc、CRM

3．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具体包括：企业年龄（ln ageit），用当年年份减去

企业成立年份加 1取对数来衡量；企业国有资本占比（stateshareit）；企业规模（ln sizeit），为企业

总资产（万元）的对数；企业资本收益率（roait），以净利润除以总资产来衡量；企业现金持有

（cashit），即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期末余额除以总资产；企业资产负债率（levit），用总负债除以总资

产来衡量；企业应收账款比率 （recit），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之和除以总资产；企业存货比率

（invtit），即存货除以营业收入。

本文也控制了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一系列特征变量，具体包括：主要供应商（客户）是否

为上市公司的虚拟变量（listedjt），1为是，0为否；供应商和客户虚拟变量（supplierjt），取值为 1
表示企业 j在 t年为企业 i的主要供应商，取值为 0表示企业 j在 t年为企业 i的主要客户；主要供

应商（客户） j 在企业采购（销售）份额中的排序的对数值（ln rankjt），其中 rankjt 取值为 1～5，
取值越小，所占份额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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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 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来自巨潮网，其他数

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参考既往文献的做法，本文对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删

除 A股以外的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2）删除未披露主要供应商（客户）名称或根据主要供应商

（客户）名称无法定位其所在地区的数据；（3）删除未披露采购（销售）额或采购（销售）百分比

的数据；（4）删除总采购（销售）比例等于 0或大于 100%的数据。本文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

行如下处理：（1）删掉现金或现金等价物超过总资产的样本以及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小于 0的样本；

（2）删掉净利润超过总资产的样本或者净亏损超过总资产的样本；（3）删掉总负债大于总资产的

样本以及总负债小于 0的样本；（4）删掉存货达到营业收入 5倍以上的样本以及存货小于 0的样

本；（5）删掉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大于总资产的样本以及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小于 0的样本。主

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代码

ratio

scc
ln digital
ln softint
ln age

stateshare

ln size
roa

cash

lev

rec

invt

listed
supplier

ln rank

样本量

26260
26260
26260
18530
26260
26260
26260
26260
26260
26260
26260
26260
26260
26260
26260

均值

7.293
36.467
3.634
6.021
2.811
0.046
12.604
0.034
0.180
0.430
0.138
0.278
0.047
0.500
0.957

标准差

9.467
18.237
1.015
1.837
0.322
0.135
1.207
0.065
0.157
0.218
0.118
0.388
0.212
0.500
0.568

最小值

0
2.280
0.693
0.115
1.099
0

6.769
-0.691
0

0.015
0
0
0
0
0

最大值

99.950
100.000
7.297
11.311
4.078
0.922
17.119
0.920
0.972
0.989
0.714
4.650
1
1

1.609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3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核心解释变量 ln digital以外，表 3第（1）列加入了年份固定

效应，以控制数据的时间趋势；第（2）列控制了企业的年龄、国有资本占比和规模，这些企业层

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有可能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影响企业对其主要供

应商（客户）的依赖程度，如果不予以控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导致回归结果有

偏和不一致。基于类似的考虑，第 （3） 列还控制了企业的一系列财务指标，包括资本收益率

（roa）、现金持有（cash）、资产负债率（lev）、应收账款比率（rec）和存货比率（invt）。考虑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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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依赖程度也部分取决于这些供应商（客户）自身的特征，所以在第

（4）～（6）列，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主要供应商（客户）的特征变量，具体包括是否上市（listed）、

供应商或客户虚拟变量（supplier）、在企业供应链中的份额排序（ln rank）。其中，第（5）列又额

外加入了企业所在国标二分位行业的固定效应、企业所在城市的固定效应以及主要供应商（客户）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ln digital

ln age

stateshare

ln size

roa

cash

lev

rec

invt

listed

supplier

ln rank

constant

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地区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0.502***
（0.058）

8.270***
（0.347）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6260
0.003

（2）
-0.528***
（0.058）
-0.115

（0.192）
3.549***

（0.549）
-0.469***
（0.058）

13.772***
（0.904）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6260
0.008

（3）
-0.456***
（0.060）
-0.302

（0.195）
3.438***

（0.546）
-0.624***
（0.068）
0.903

（1.269）
-0.668

（0.461）
1.267***

（0.417）
-3.459***
（0.529）
-0.757***
（0.141）

16.096***
（0.979）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6260
0.011

（4）
-0.459***
（0.051）
-0.297*

（0.167）
3.438***

（0.463）
-0.625***
（0.057）
0.891

（1.042）
-0.682*

（0.390）
1.266***

（0.353）
-3.474***
（0.449）
-0.755***
（0.120）
0.369

（0.255）
0.643***

（0.100）
-8.562***
（0.135）
23.970***
（0.849）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6260
0.276

（5）
-0.427***
（0.083）
0.122

（0.190）
1.333**

（0.538）
-0.934***
（0.075）
1.202

（1.192）
-0.652

（0.424）
0.372

（0.415）
-1.201**
（0.556）
0.221

（0.159）
0.193

（0.252）
0.714***

（0.102）
-8.428***
（0.135）
27.894***
（1.003）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24110
0.348

（6）
-0.410***
（0.119）
-0.740**
（0.325）
1.743*

（0.975）
-1.060***
（0.118）
2.200

（1.816）
-0.970

（0.694）
0.772

（0.612）
-2.084***
（0.804）
-0.318

（0.251）
0.260

（0.311）
0.424***

（0.149）
-8.874***
（0.153）
32.680***
（1.679）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23247
0.49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城市固定效应为企业所在城市固定效

应，地区固定效应为企业的供应商（客户）所在地区固定效应，限于篇幅，进行简写。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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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的固定效应，以控制上述维度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干扰。由于这些固定效

应是非时变的，并且是城市或地区各自的单边固定效应，因此难以控制城市或地区层面随时间变

化的因素（如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等），也难以控制城市—地区层面双边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如地理距离、行政边界、语言文化差异等），这些因素显然会同时影响 ln digital和 ratio，不予以

控制同样会造成回归结果有偏和不一致，所以第（6）列不再单独控制年份、城市和地区固定效

应，而是加入了更为严格的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地区—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城市—地区联合固定

效应，以缓解相关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

结果显示，在逐步加入各类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过程中，核心解释变量 ln digital的系数的

绝对值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最终收敛于 0.4左右。而从符号和统计显著性看，ln digital系
数的符号始终为负，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初步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

有利于降低企业对其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依赖程度，换言之，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供应

链的分散化。这与本文第二部分理论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假说 1初步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1．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

由于上市公司年报中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关的关键词均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表述，ln digital
以关键词数量多寡来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会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这又进一步影响到回归

结果的可靠性。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本文借鉴王宇等（2020）和 Barth等（2023）的思路，以企

业软件投资强度 ln softint 作为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代理变量。相关结果见表 4 第（1）列。结果显

示，企业软件投资强度的提升同样会促使企业减少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依赖程度，这一回归结

果有效地缓解对测量误差问题的担忧。除了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误差外，本文也考虑了被解释变

量的测量误差，即使用企业整体的供应链集中度（scc）作为企业供应链分散化程度的替代指标。

相关结果见表 4第（2）列，发现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进一步证实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4 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处理

ln softint

ln digital
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地区固定效应

省份对—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0.263***
（0.073）

控制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15911
0.495

（2）

-2.324***
（0.215）

控制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23247
0.697

（3）

-0.433***
（0.134）

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22007
0.51

（4）

-0.360**
（0.149）

控制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22007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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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准回归中，本文所加入的固定效应不能控制企业所在城市与主要供应商（客户）所在区

域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连通），也没有控制企业所在

行业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行业层面整体的技术革新）。为了避免遗漏这些因素，表 4第（3）列

在表 3第（6）列基础上额外加入了省份对—年份固定效应；第（4）列则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年

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省份对—年份以及行业—年份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之后，由基准

回归得到的研究结论并未发生改变，即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对主要供应商

（客户）的依赖程度，这更加有力地佐证了假说 1。
2．反向因果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关系：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

可以促进企业减少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依赖度，另一方面，企业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依

赖程度过高时，可能会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这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有偏和不一致。对此，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加以处理。

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 1984年企业所在城市的下水道管网密度

sewer_density，具体测度方式为企业所在城市 l在 1984年时下水道总长度（公里）除以城市总面积

（平方公里），原始数据来自于 198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这一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

方面：第一，相关性。光纤光缆是目前信息通讯行业传输数字信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出于安全

和美观等原因，光纤光缆一般埋于地下。光纤光缆的安装既可以选择专门铺设管道进行安装，也

可以利用城市已有的下水管道安装。与专门铺设管道安装光纤光缆相比，利用城市已有的下水管

道进行安装具有很多优点，如节约施工时间和施工成本、施工过程中不妨碍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

不会破坏城市道路，光纤光缆被人为破坏的可能性也更低（徐乃英，2004；熊壮，2006）。基于以

上优点，很多光纤光缆在安装过程中都利用了城市已有的下水管道。因此，历史上的城市下水道

管网密度与当前城市光纤光缆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正相关，而城市层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又会

推动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第二，外生性。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1984年城市下

水道管网密度除了通过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而影响被解释变量，不太可能直接作用

于当前企业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的依赖程度；其次，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使用的新一代数字技

术多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年份是 1994年，而本文工具变量

数据对应的是 1984年，远在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前，所以当时的城市下水道并非有意为发展互

联网等数字技术而修建，其具体密度主要取决于城市当时的排水需求，这也是本文工具变量外生

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构建的工具变量是历史数据，不随时间变化。本文借鉴唐宜红等（2019）
的做法，选取样本期最后一年即 2016年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见表 5。
结果显示，Kleibergen-Papp LM 检验对应的 P 值为 0.000，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Kleibergen-Papp Wald F 检验对应的 F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弱工具变量在 10% 显著水平的临界

值（16.38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历史上的城市下水道管网

密度与当前的企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工具变量的良好性质。第

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利用工具变量进一步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对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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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说明了本文的基准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综上，根据基准回归和上述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本文的假说 1得到了证实，即企业数字

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依赖程度，即促进企业供应链的

分散化。

表5 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结果

sewer_density

ln digital
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Kleibergen-Paap LM statistic

Kleibergen-Paap Wald F statistic

（1）
ln digital
1.458***

（0.176）

控制

否

否

否

否

4029
106.935
［0.000］
68.695

｛16.380｝

（2）
ratio

-1.651***
（0.602）

控制

否

否

否

否

4029

注：由于本文工具变量是非时变的，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基于 2016年截面数据进行，如果在回归中加入固定效应，将导致

工具变量系数被吸收，故未加入基准回归中涉及到的各类固定效应。

五、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会通过搜寻成本效应、合约成本效应以及文化认同

效应影响企业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依赖程度。本文借鉴 Rajan和 Zingales（1998）的思路，通

过构建交互项模型对上述研究假说加以检验，相关实证结果见表 6。
（一）搜寻成本效应

表 6第（1）列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变量与城市 l—地区 m之间地理

距离的交互项，以检验搜寻成本效应是否存在。其中，企业所在城市 l与主要供应商（客户）所

在地区 m 之间的地理距离越远，进行搜寻所要付出的信息成本越高（曹春方和贾凡胜，2020）。

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可以降低企业寻找新供应商（客户）所需的搜寻成本，那么数字化水平

提升后，企业会将更多采购和销售份额配置于地理距离更远、搜寻成本更高的供应商（客户）。

结果显示，ln digital与地理距离（ln geodis）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和 ln digital本身的系数

方向正好相反，这说明地理距离更远、搜寻成本更高的主要供应商（客户）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而在企业供应链中获得了更高的相对份额，搜寻成本效应存在，由此，假说 2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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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约成本效应

表 6第（2）列通过加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与企业所在行业的 ST上市公司占比的交互项，

进一步检验了合约成本效应是否存在，即假说 3是否成立。其中，企业所在行业的 ST上市公司占

比越高，企业在与主要供应商（客户）进行分工合作时所要面临的违约风险和合约成本也相对越

高。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可以降低企业在分工过程中的合约成本，那么之前因为合约成本较

高在企业供应链中占据份额更少的供应商（客户）将因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合约成本降低而

获得更高的相对份额；而之前因为合约成本较低而在企业供应链中占据份额更多的供应商（客户）

的相对份额则会被稀释。

表6 机制检验结果

ln digital

ln digital_ ln geodis

ln digital_mst

ln digital_ ln diadis
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搜寻成本

-0.378***
（0.117）
0.067***

（0.025）

控制

是

是

是

是

23247
0.492

（2）
合约成本

-0.423***
（0.119）

5.928**
（2.361）

控制

是

是

是

是

23247
0.492

（3）
文化认同

-0.414***
（0.128）

0.355***
（0.135）

控制

是

是

是

是

20077
0.487

结果显示，ln digital和企业所在行业的 ST上市公司占比（mst）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即

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原先由于合约成本高而在供应链中占据份额更少的供应商（客户）占据了更

高的相对份额，这说明合约成本效应存在，由此，假说 3成立。

（三）文化认同效应

为了验证假说 4，即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通过增进文化认同促进企业供应链分散化，表 6第

（3）列加入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与城市 l—地区 m 之间的方言距离的交互项，其中方言距离来

自刘毓芸等（2015）。其思路在于，方言距离越大，企业所在城市 l与供应商（客户）所在地区 m

之间的文化差异就越大。如果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能够增进文化认同，那么数字化水平提升后，

企业会将更多采购和销售份额配置于方言距离更远、文化壁垒更高的供应商（客户）。

结果显示，ln digital与方言距离（ln diadis）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 ln digital的系数方向

恰恰相反，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加与企业文化差异更大的主要供应商（客户）的相对份

额，文化认同效应存在，由此，假说 4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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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进一步分析

（一）时间异质性

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具有明显的网络外部性特征，网络中用户数量会直接影响网络作用

的发挥 （Katz 和 Shapiro，1985；Shapiro 和 Varian，1998；Lee 和 Guo，2004，郭家堂和骆品亮，

2016；赵涛等，2020）。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分散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也取决

于其所在外部环境中潜在供应商和客户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

在外部环境中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是日益增长的，这可能会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技术的不

同发展阶段对企业供应链分散化的影响有所差异。为了验证是否存在这种时间上的异质性，本文

将样本数据按照时间段分为 2009～2012年子样本以及 2013～2016年子样本，然后分别进行回归，

相关结果见表 7第（1）～（2）列。

结果显示，ln digital的系数在两个时段均为负，即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

均降低企业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依赖程度。然而，综合比较系数和显著性可见，这一作用在

2013～2016年期间尤为显著。这说明，随着企业所处外部环境中数字技术发展逐步完善和普及，

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供应链分散化的作用更为明显。

（二）供应链集中度

本文的样本企业来自 74个不同的国标二分位行业，不同行业的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存在明显差

异。不同行业之间供应链集中度的这种相对差异往往是由行业本身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决定的，

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效果。对此，本文以所有国标二分位行业供应链集中

度的平均值为界，将样本分为低供应链集中度行业的子样本以及高供应链集中度行业的子样本，

并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7第（3）～（4）列。

表7 时间和供应链集中度异质性结果

ln digital
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时间

2009～2012年
（1）
-0.346

（0.231）
控制

是

是

是

是

6978
0.493

2013～2016年
（2）
-0.458***
（0.155）

控制

是

是

是

是

14972
0.506

供应链集中度

低供应链集中度

（3）
-0.572***
（0.139）

控制

是

是

是

是

14983
0.546

高供应链集中度

（4）
-0.240

（0.311）
控制

是

是

是

是

7301
0.541

结果显示，在低供应链集中度行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

在高供应链集中度子样本中，对应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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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低供应链集中度行业。该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行业层面供应链集中度的差

异性实际上反映了企业可以选择的供应商（客户）范围的差异。低供应链集中度行业中的企业在

供应商（客户）选择上本身就有着更大的范围和空间，在此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搜寻

成本、合约成本的下降以及文化认同感的上升，将有力推动其供应链的进一步分散化；而对于高

供应链集中度行业而言，其在市场上能够选择的供应商（客户）的范围本就有限，即使企业数字

化程度提高了，囿于市场上可供选择的供应商（客户）范围，其供应链的分散化程度也不会显著

提高。

（三）上下游特征

上文异质性主要从企业自身特征出发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分布的影响，但实际上企业的

供应商（客户）也并非同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不同类型的供应商（客户）可能会有不同的影

响。因此，本文将结合供应商（客户）的上下游特征进一步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1．供应链位置

在表 8第（1）列，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额外加入了 ln digital与供应商虚拟变量（supplier）
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由回归结果可知，ln digital_supplier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于减少企业对下游客户依赖程度的作用更为显著，而对上游供应商依赖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弱。

这种差异性可能是因为供应商提供的部分中间品具有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Barrot 和 Sauvagnat，
2016），因此，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于扩展供应商可选范围的作用会更小。在这种情况下，企

业数字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企业对供应商依赖程度的降幅要小于企业对客户依赖程度的降幅。

表8 上下游特征与行政边界的结果

ln digital

ln digital_supplier

ln digital_ ln rank

ln digital_samecity

ln digital_samepro
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地区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1）
供应链位置

-0.539***
（0.134）
0.255**

（0.127）

控制

是

是

是

是

23247
0.492

（2）
供应链份额

-0.399***
（0.117）

1.034***
（0.144）

控制

是

是

是

是

23247
0.495

（3）
城市行政边界

-0.298**
（0.122）

-0.354**
（0.175）

控制

是

是

是

是

23247
0.492

（4）
省份行政边界

-0.287**
（0.126）

-0.316**
（0.160）

控制

是

是

是

是

23247
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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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链份额

表 8第（2）列加入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变量与供应商（客户）份额排序的虚拟变量 ln rank的

交互项，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供应商（客户）在企业的供应链份额中排序越靠后，受

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就越小。换言之，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头部的供

应商（客户）的依赖。这一回归结果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越是处于头部的供应商（客户），越有

可能将自身的风险传递给企业，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恰恰能够有效减少企业对头部供应商（客户）

的依赖，这对于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抵御和分散风险提供了实证支持。

（四）行政边界

由于边界效应的存在，企业多数的供应链关系都是本地化的（Bernard等，2019）。为此，本

文将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企业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将采购（销售）份额中的更大比

例配置到外地。表 8 第 （3） ～ （4） 列分别加入了 ln digital 与相同城市 （samecity） 和相同省份

（samerpo）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 ln digital_samecity和 ln digital_samepro的系数

均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多地减少了企业对本市、本省供应商（客户）的依赖程度，

外地的供应商（客户）所拥有的份额得到了相应提升。这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有利于企业在

布局供应链时突破行政边界的限制。这一结论对于在微观企业层面畅通国内大循环、打破行政性

市场分割具有启发意义。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企业如何抵御和分散风险，谋求生存和发

展，已成为亟需破解的关键课题。供应链是企业风险来源的重要渠道，减少对主要供应商或客户

的过度依赖，是企业在当前形势下抵御和分散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而我国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企业供应链的分散化提供了可能。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 2009～2016年年报数据和供应链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

其供应链分布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包括：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其主要供应

商或客户的依赖程度，即促进了企业供应链的分散化。其次，上述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搜寻成本、

合约成本以及增进文化认同三种机制实现的。再次，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分散化的影响存在

明显的时间、行业和上下游异质性。具体来说，时间维度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主要集中

在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更高的阶段；行业维度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低供应链集中度行业

中更为显著；上下游层面，数字化转型更显著地减少了企业对下游客户的依赖，以及对头部供应

商或客户的依赖。最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供应链的空间再配置，即企业数字化转型促

使外地供应商或客户在企业供应链中所占相对份额提升，而本地供应商或客户在企业供应链中占

据的相对份额下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顺利推进，亟

需以 5G网络、算力中心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中央政府应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

在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布局，着力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和供应链空间结构优化提供坚实的基础条件，切实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与技术门槛，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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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国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从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

面，各级政府应强化对数字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支持力度，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基

础，助力企业有效应对供应链风险。受制于资金、技术和人才储备的不足，中小企业在数字技术

研发、数字化设备采购和系统集成方面普遍面临能力约束和意愿不足等问题。因此，政府应积极

推动科研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基础性与应用性数字技术的联合攻关，为企业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系统性宣

传成本可控、成效显著的典型案例，增强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必要性与紧迫性的认知，激发其主动

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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